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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此前学界一致认为西夏历史上存在“蕃礼汉礼之争”，这是受了《西夏书事》里几条伪史料的误导。西夏

自建国以后始终如一地推行“汉化”政策，王族和后族的权力斗争并非发端于不同的政治主张。西夏政府机构的设

置和运作规则仿中原制度，在追求新的框架下适当保持党项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党项人在建国之初规定了具有自

己特点的礼仪服色，目的是为民族独立作舆论准备，而一旦立国成功，统治者就自觉地接受中原礼仪。在西夏的国

民教育中，“蕃学”与“汉学”和谐共存，而且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蕃学”使用的教材、宣传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与

“汉学”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区别仅在于使用的文字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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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说到党项民族的时候，汉文典籍一律称“蕃”，西夏文献一律称“番”，产生区别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按“名从主人”的原则当以

“番”字为正，不过本文引用汉文典籍时未加改动，以求保持古书原貌。

西夏内部的“蕃礼汉礼之争”一度是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①，始终被看成西夏政治史的重要内容

之一。最流行的观点认为，提倡党项文化还是提倡汉文化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由此产生的不同

主张与党项王族和后族的权力斗争密切相关[1]（52~55）[2]（167~174）。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西夏的历史事

实，其根源在于学者对古书相关记载的理解不尽合理，尤其是受到几条伪史料的误导。事实上，西

夏对“汉礼”的态度始终是主动接受，其治国方针追求中原文化和党项传统文化的整合，只是个别的

表面形式随着当时政治的需要做过调整，而调整的总体趋向都是向中原文化逐渐靠近。

一、典章制度层面的“汉礼”

中国古代所谓的“礼”实际上有两个层次的含义，深层是指典章制度，包括政府的组织形式和运

作规则，如《周礼》；浅层是指生活仪节，包括朝野的礼仪程序和衣冠制式，如《仪礼》。如果仅就前者

而言，可以说西夏从未发生过“蕃礼汉礼之争”——景宗元昊（1003~1048年）正式立国时设立了典章

制度的框架，相应的地方官制和军制随后经过毅宗谅祚（1047~1068年）的细化[3]，最终形成的格局贯

穿西夏历史的始终，近二百年间未曾有任何人试图改变。《宋史·夏国传上》简要记述了西夏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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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

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自中书令、宰相、枢

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4]（卷485）

这里的政府机构和官员设置以唐宋制度为参照，甚至还照搬了一个与西夏毫无关系的“开封

府”①，但是根据自己国内教育的需要分设“蕃学”“汉学”，分别以党项语和汉语施教。由此可以知

道，西夏在接受中原典章制度的同时也适当兼顾了自己的国情。

社会组织形式是国情的根本，也是文化的核心部分，要彻底改变绝对比一般概念的移风易俗困

难得多。在中国历史上，主动“汉化”的非汉民族政权可以仿照中原模式来构建自己的国家机器，但

是没有一个民族会就此全部废除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统治者总是要设法调和两种不同的制度

以避免管理方式发生剧变，例如契丹人分设了“南北面官”，女真人保留了“猛安谋克”，满族人保留

了“八旗”。西夏采取的办法与此类似，据《旧唐书》记载，党项人自古以来实行的是建立在血缘基础

上的部落制度：“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

一”[5]（卷198）。在后来的西夏文献里，这些部落的首领被称作“ ”mə2kow2，字面意思是“姓官”，实际

意义相当于“氏族长”或者“部长”。他们还像以前一样管理着自己所在部落的事务，但同时要作为

政府中的高级官员参与整个国家的治理，所以，“族长”这个词也和中原的“中书”“枢密”等一起保留

在他们的头衔里。例如，12世纪中叶颁布的法典《天盛律令》共有 23个编纂者，其中 8个高级官员的

名字前面都冠有“东南族长”（ zjɨr1 mə2kow2 njij2）[6]（47）。

如果是皇族嵬名氏各分支部落的总首领，则被称作“节亲主”（ tsewr1 njij1·o1），例如，早年西

夏字典《同音》的校订发起人“嵬名德照”的头衔是：“

”（节亲主、德师、知中书枢密事、 正赛、集

文武业、恭敬孝诸艺、东南族长、上皇座嵬名德照）[7]（1）。其中“德师”是皇帝的尊师，“知中书枢密事”是

文武两大政府部门的总管。尽管其下三个封号的含义还不清楚，但肯定说明这位部族长老在政府里

同样拥有最高的地位和最大的权力。即使到了西夏晚期，这类首领的头衔还在使用，例如，在12世纪

末的活字印本《德行集》卷尾有三个校印者题名，其中一个写作“ ”（节亲文高）[8]（130~131）。

由此看来，党项人虽然在“汉化”过程中主动接受了“汉礼”，却并没有用它彻底取代原来的社会

组织形式，而是努力追求二者的并存。当然也有迹象表明，“蕃礼”对西夏政府运作规则的影响力逊

于“汉礼”②。例如，西夏法典规定，各民族官员在同堂议事时，只有官职相当时才由党项人主持，此

外，不管其属于哪个民族，一律由官职最高者主持，这说明族属的重要性已经不及官位。

番、汉、西番、回鹘等管勾人共事时，位高低职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既定高低而坐，此外官职

等同者，不计爵高低，当尊番人。

先“汉礼”后“蕃礼”的规则在西夏立国期间始终存在。只是在西夏覆亡之后，大批党项人流落

四方，即使有些人进入元朝为官，但毕竟丧失了原有的部落组织，这时他们才把自己彻底纳入元朝

①西夏在自己的法典中严格规定了政府各部门的名称及其官员设置（可参见Е. И. Кычанов，Тангутскиеисточники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
о-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маппаратеСиСя [J]. КраткиесообщенияИнститутанародовАзии，1965（69）；史金波，聂鸿音，白滨 . 西夏天

盛律令[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这些规定以中原制度为蓝本，只是现有文献不足以充分展示其施行细节。另外，我们还不

能确定《宋史》记载的“开封府”是否有误，因为在西夏文献里并没有见到这个词。

②上述“东南族长”列在“知中书枢密事”之后，不知是否意味着党项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在西夏政府中处于中原制度的从属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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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二、“礼”的表面形式

相比政府机构的设置和运作规则而言，生活中的服饰和礼仪虽然只是些貌似无关紧要的表面

形式，但在人们心目中却是最明显的民族乃至政权的标记，而且很容易被误解为“礼”的唯一内容。

古时的改朝换代总要伴随“改正朔，易服色”之类形式上的变革，其意义正在于此。

西夏建立之初，元昊发布过几项政令，以区别于北宋制度，包括《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衣白

窄衫”“秃发令”[9]（卷115），以及“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9]（卷123）等，乃至给了欧阳修以“贼中每事自用

蕃礼”的印象①。事实上，元昊的初衷仅仅在于利用视而可见的文化符号，向世人宣示党项人与汉人

的区别，为他的“裂土分国”作舆论准备，而一旦立国成功，这些政令的时效就会很快降低，至多作为

普通的习俗继续存在。

随着元昊仿照中原建立自己的国家机器，深层的“汉礼”很快就引发了“蕃礼”表面形式的变化。

在二十余年后的毅宗谅祚时期，“汉礼”在日常礼仪层面已经得到政府的接纳。《宋大诏令集》有一篇

宋仁宗在嘉祐六年（1062年）的《赐夏国主乞工匠诏》，其中引用谅祚的话说：“盖以番方素稀工巧，变

革衣冠之度，全由制造之功，欲就考工，聊倩庶匠”[10]（卷234）。《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嘉祐六年十一

月]己巳，夏国主谅祚言：‘本国窃慕汉衣冠，今国人皆不用蕃礼。明年欲以汉仪迎待朝廷使人。’许

之。”[9]（卷195）毅宗谅祚此话的目的是向北宋王朝示好，所以可能说得有些夸张。我们不知道全体国民

是否能随着一声政令改用“汉礼”，但无论如何，西夏政府毕竟从那时起就确立了“汉礼”的地位，而

且准备作为一种制度沿用下去。事实上，这是西夏历史上仅有的一次从“蕃礼”到“汉礼”的明确改

革，虽然只不过是外交的表面形式。

到了第三代君主惠宗秉常的时候，“汉礼”受到了太后梁氏一族的强烈反对，见《续资治通鉴

长编》：

[元丰四年四月壬申，]权鄜延路马军副都总管兼第一将种谔奏：“近谍报：西夏国母屡劝秉

常不行汉礼，秉常不从，其梁相公者与其叔母亦相继劝之。既而秉常为李将军所激怒，欲谋杀

叔母与梁相公，其言颇漏露。梁相公与叔母共谋，作燕会召秉常，酒中，秉常醉起，于后园被害，

其妻子及从者近百人皆即时继遭屠戮。”[9]（卷302）

事又见俞充语：

[元丰四年六月壬戌，]近奉诏伺贼巢穴，秉常之事，臣不辍遣人深入觇伺，尚未得实，或曰秉

常已为民所杀，或曰见存，不豫政事，为母所囚。以臣愚虑，秉常存亡恐不足计，虽存亦虚名耳。

年二十一而未得豫事，虽在外国，乃朝廷策命守土之臣，因欲行汉礼以事大国，有何苛罪？而其

母怒之，遂被幽囚，杀其左右，恣为淫乱。[9]（卷303）

这里面说的“礼”显然是指外交仪节而非典章制度，也就是说，无论怎样争论，焦点都仅停留在

“礼”的表面形式，而丝毫没有涉及“汉礼”的本质。

事实上，这是传统史书中关于王族和后族“蕃礼汉礼之争”的仅有记载，此外，我们并不能详细

描述梁后摄政时期恢复“蕃礼”的实情，甚至不知道“蕃礼”是否真的施行。然而，正是这次由后族发

动的政变被后世学者当成了借题发挥的本源，人们不但在此基础上扩大了“蕃礼汉礼之争”的时代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二：“今自元昊以下，名称官号皆用本国。若蕃语‘兀卒’，华言‘吾祖’，则今贼中每事自用蕃礼，安得惟

于此号独用华言而不称‘兀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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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而且还进一步延伸至国家的教育政策。在历来的论述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另有四段文字被清

代张鉴的《西夏纪事本末》、近代戴锡章的《西夏记》乃至当代研究者反复征引，作为西夏时代存在

“蕃礼汉礼之争”的关键证据。必须指出，这四段文字恰巧全部首见于清代吴广成的《西夏书事》，而

《西夏书事》并不能视为一部忠实的史料汇编。

三、《西夏书事》中的伪史料

据《西夏书事》卷一六说，西夏建国之初就有人反对中原式的礼义教化，而且反对者是西夏重

臣、西夏文字的设计者野利仁荣，他曾经对景宗元昊上言，主旨是提倡峻法强兵，反对单纯的思想

教育。

一王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议者咸谓化民成俗，道在用夏变夷，说殆非也。昔商鞅峻法而

国霸，赵武胡服而兵强。国家表里山河，蕃汉杂处，好勇喜猎，日以兵马为务，非有诗书礼乐之

气也。惟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言其刑赏，则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可以制中国、御戎夷，

岂斤斤言礼言义可敌哉？[11]（186）

这一观点与元昊在建国前的认识相同①，只是略有文学性的扩展，似乎没有必要作为反对意见

再次提出来。

《西夏书事》卷三一又说，崇宗乾顺时代有两位大臣对是否推行“汉礼”表达了对立的意见，矛盾

的集中点在于是否应该重视学校教育，特别是汉学教育。肯定的一方据说是御史中丞薛元礼，他上

言道：

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遵行儒教，崇

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②。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

造人士，缘时正需材，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

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可得乎？[11]（359）

否定的一方据说是御史大夫谋宁克任，他上疏说：

治法之要，不外兵刑；富国之方，无非食货。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

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惟持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

自用兵延庆以来，典集则害农时，争斗则伤民力，星辰示异，水旱告灾，山界诸州非侵即削，近边

列堡有战无耕。于是满目疮痍，日呼庚癸，岂所以安民命乎？且吾朝立国西陲，射猎为务，今国

中养贤重学，兵政日弛。昔人云：“虚美薰心，秦乱之萌”，又云“浮名妨要，晋衰之兆”。臣愿主

上既隆文治，尤修武备，毋徒慕好士之虚名，而忘御边之实务也。[11]（371）

《西夏书事》卷三六说，时间最晚的一次争论发生在仁宗仁孝朝早期，提出意见的是当时后族的

代表人物、汉族权臣任得敬，他的意见针对“养士”政策，但是没有得到仁宗的理睬。

得敬凌虐朝士，见仁孝尊崇儒学，深恶之。上言：“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介

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竽，縻廪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盖此中

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者，望陛下一切罢之。”仁孝不报。[11]（424）

此前学界认为以上四段文字表明“蕃礼汉礼之争”从西夏建国之始持续了百余年，直到仁宗皇

①《宋史·夏国传上》载，元昊反对其父德明“不负宋恩”的嘱托：“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②“不可以立教化”疑当作“不可以不立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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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亲政方告结束。且不论争辩的核心是否“礼”的本质，事实上《西夏书事》里的这四段文字极有可

能是吴广成个人的编造，不应该作为真正的史料看待。

存世汉文史籍和 20世纪出土的西夏文献里都没有大臣直接给皇帝上疏的记录。《西夏书事》里

的那四段文字和相关事件不能在传统史籍里得到印证，而且“薛元礼”和“谋宁克任”两个人名也不

知所出，这自然使人怀疑那四段文字的可靠性。必须指出，《西夏书事》里的很多内容都不是前代史

书的忠实摘抄，其间肆意发挥、张冠李戴的情况并不少见。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对推行西夏文字的叙

述，其中说到“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

在诸字之右，故蕃字院特重”[11]（147）。事实上，这段话不过是在《元史》记述八思巴字的基础上拼凑演

义而成的——“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来自《元史·百官志》的“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

国字副之”[12]（卷87），“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更是直接抄自《元史·选举志》的“定拟路府州设教授，以国字

在诸字之右”[12]（卷81）[13]。

平心而论，这四段文字的遣词造句符合宋代奏章习惯，里面的几个骈句也写得相当规整，然而

毕竟有些迹象令人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例如，谋宁克任的上疏中引用了“虚美薰心，秦乱之萌”和

“浮名妨要，晋衰之兆”的话，并明确声称是“昔人云”。其实这话最早见于《困学纪闻》，是作者王应

麟解释《易经》“贲卦”的笔记，原话四句连言，与《西夏书事》所引一字不差[14]（卷1）。王应麟在《宋史》卷

四三八有传，谓其于淳祐元年（1241年）举进士，很明显，他在世时西夏王国已不存在，而《西夏书事》

所记上疏的时间是夏贞观十二年（1112年），竟然在那以前一个世纪有余，吴广成借谋宁克任之口称

王应麟为“昔人”，显得颇为滑稽。

从名字看，“野利仁荣”和“谋宁克任”应该是党项人，但他们说的话里有少量表述与西夏文献反

映的党项习惯不符。

野利仁荣上言有“制中国”的说法，意思是“节制北宋”。事实上，党项人从来不称北宋为“中国”，

他们谈到中原时习惯说“汉地”或“汉国”（ khwa2 io
·
1）[15]（317，321），谈到北宋皇帝时习惯说“汉天子”

（ zar1 mə1 zjɨ
·
1）[16]（217~231）。当然，西夏文献里也有通常译作“中国”的一个词——“ ”gu2 lhjịj0，

但那并不是中原人理解的“中国”，而是指西藏。例如，佛教作品《解释道果语录金刚句记》里提到的

“中国大乘玄密帝师”是一位藏族喇嘛，佛教噶举派祖师米拉日巴的再传弟子[17]。

谋宁克任上疏说西夏“立国西陲”，“惟持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这明显是站在中原王朝立

场说出的话。事实上，西夏人从来不说自己位于西北边陲，因为那等于重新承认自己没有独立，仍

然归属北宋的版图之内。在西夏文学作品里，“本西”（ mər2 lji0）是神圣的始祖发源地，而汉地

所在的东方被称作“尾东”（ ·ja1 wjɨ
·
2），相比之下就不那么重要。党项人可以把双方的地理位置

比作一只狐狸，西夏国是位于西方的“首”，而北宋仅仅是位于东方的“尾”而已[18]。

薛元礼这个名字也许意味着他是汉人，汉人主张发展汉学的想法自然可以理解，但他上言中的

“景宗以神武建号”一句却与西夏人的习惯表述不符。西夏人在说到自己的前代君王时从来不称庙

号，他们用的是几个至今不能被彻底解读的“城号”，例如，称景宗元昊为“风角城皇帝”（

ljɨ1 khiwə1 we2 ŋwər1 dzjwɨ1）或“风帝”（ ljɨ1 dzjwɨ1），称仁宗仁孝为“护城皇帝”（ ·wejr2
we2 ŋwər1 dzjwɨ1）等[19]，以致人们至今也不知道那几个皇帝庙号的西夏文写法。另外，薛元礼以景宗

元昊正式建国为西夏的开端，也只是后世中原史家的习惯，与西夏人的认识不符。桓宗纯祐（1193~
1206年在位）登基之初，辅佐他的大臣编了一本《德行集》供他阅读，书的序言提到西夏此前的历史

说：“ ”（伏惟大白高国者，执掌西土

逾二百年，善厚福长，以成八代）。桓宗是西夏的第六代皇帝，如果再向前推两代，那就是后来被追

尊为夏太祖的李继迁。事实上，党项人正是以继迁出生的公元 963年为西夏之始[20]（133~134），这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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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一派藏文史籍的算法相同[20]（25）。

通过以上的讨论可以认定，《西夏书事》里的这些叙述没有资格被视为史料。我们倾向于相信，

那几份上言和奏疏完全是吴广成本人的游戏之笔，多年来学界对“蕃礼汉礼之争”的认定在极大程

度上就是在这几条伪史料的误导下产生的。

四、主动学习和接受汉文化

如果把《西夏书事》里的这些伪史料剔除，那么就可以看出，整个西夏历史上并不存在所谓“蕃

礼汉礼之争”。后族对帝位的挑战只是单纯的权力争夺，并不意味着某些人持有与皇帝截然不同的

政治主张。

西夏没有一个君主像北魏孝文帝那样明确发布过一系列“汉化”的改革政令，但他们愿意全面

接受中原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意识，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据《宋史·夏国传上》记载，毅宗谅祚

曾经在 1062年上表“求太宗御制诗草、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

朝贺仪”①[4]（卷485）。由此可以理解，西夏给政府规定的管理规则和在国民中提倡的思想意识大都仿照

中原，法典中有些条款的设计甚至比中原还要细致。至今不好解释的只是，西夏法典中没有关于学

校和科举的专门条款，但从史籍记载来看，学校教育是政府最重视的文化工程。

西夏的学校教育分为“蕃学”和“汉学”，其中的“汉学”一定照搬了中原模式，而“蕃学”则是在中

原模式内略微加入了党项民族的内容。现有资料表明，“蕃学”向生员灌输的知识仍然以中原文化

为主，只不过经历了一个从无意到有意的过程。《宋史·夏国传上》说，景宗元昊在创制西夏文字之后

马上命人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4]（卷485），这不应该理解为元昊在国内提倡汉文化的举

措，因为那显然与他“改大汉衣冠”的初衷相悖。事实上，元昊仅仅是要寻找一些教材，目的在于尽

快推广新创的文字，而党项人多年来并没有本民族的典籍可资利用，所以借用汉文书籍充当载体是

不得已的决定。这个决定恰好符合其后各代君主实行“汉礼”的政策，于是整个西夏时代的主要“蕃

学”教材都是译成西夏文的中原经典，最初采用的是《孝经》的玄宗注和《孟子》的赵岐章句，后来在

仁宗时期改用吕惠卿的《孝经传》、陈祥道的《论语全解》和陈禾的《孟子传》，表明政府仍然希望在西

夏与中原的学校之间多少制造些区别[21]。这三种“新经学派”的著作在中原并不通行，故而可以看作

西夏“蕃学”教材的一大特色。

“蕃学”教材的另一个特色可能是当代党项人的短篇作品，西夏文的《新修太学歌》里有这样几句

话：“ ”[22]

（番君子，得遇圣句圣语文，千黑头处为德师；听作贤策贤诗词，万赤面处取法则）②。西夏的“ ”me2
（贤）字也可以相当于“御”，意思是“皇帝的”。上面这几句诗似乎意味着出自皇帝之手的文学作品

也被用作教材，但是这没有得到其他西夏文献的佐证，相关的资料只有一条：《宋史》卷四八六《夏国

传下》说夏仁宗在即位之初“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亲为训导”，但“训导”显然不是作诗。

西夏希望利用“汉礼”来重塑国民的思想意识。从现存的文献看，只有个别文臣向君王宣传“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治思想[8]（133），而在整个社会当中，为党项传统文化带来最大改变的是中原的

伦理道德，主要是建立在孝悌基础上的家庭观念。存世的西夏文著作如《圣立义海》里收录了大量

中原的道德故事[23]（69~83），而《新集慈孝传》则全书都在宣传家庭和睦的必要性[24][25]。前者大约是西夏

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记载，宋仁宗答应了西夏的请求，还送去《孟子》和医书。

②西夏文学作品里的“黑头”和“赤面”连言，指西夏境内的党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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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敕编且由政府“刻字司”刊印，后者的编著人曹道乐有“蕃大学院教授”的职衔，这说明即使是

“蕃学”，宣扬的还是中原的思想意识，除了用的是两种文字以外，其教育内容与“汉学”并无本质差

别。事实上，文献里从来没有反映出西夏“蕃学”和“汉学”之间有什么矛盾，《宋史·夏国传下》说夏

仁宗“重大汉太学”，也并没有贬抑“蕃学”的意思，这与佛教各门派之间动辄互相攻讦完全不同。

家庭伦理道德的宣传对党项社会生活的最大影响是引发了婚俗的彻底改变。党项人有不区别

辈分的“收继婚制”传统，《旧唐书·党项羌传》曰：“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淫秽烝亵，诸夷

中最为甚”[5]（卷198）。父母也并不干预子女的婚事，《说郛·麟州府》记载党项人：

俗轻生重死，悔性亡义。凡育女稍长，靡由媒妁，暗有期会，家不之问。情之至者，必相挈

奔逸，于山岩掩映之处并首而卧。绅带置头，各悉力紧之，倏忽双毙。一族方率亲属寻焉，见不

哭，谓：男女之乐，何足悲悼？[26]（卷29）

至少在西夏中期，这些民间婚俗已经被“汉礼”取代了，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27]。在西

夏后期党项人骨勒茂才编写的识字课本《番汉合时掌中珠》里，不但强调婚姻须有媒人，而且还出现

了《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成句[28]（219）。对照《说郛》记载的党项风俗，可知当初的党

项人对婚姻乃至生命都可以自行处置，毁伤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自然不成问题。

总而言之，西夏在立国之初曾有一个短暂的时期强调“蕃礼”，但涉及的不过是“礼”的表面形

式，而非本质的典章制度。在立国之后不久，原来那些表面形式的“蕃礼”很快让位于“汉礼”，支持

和发展汉文化成了政府的一贯主张，其间并没有发生争论。事实上，西夏境内肯定有大量的汉族

人，西夏国建立后又有大批汉族人进入各级政府为官，加之政府与中原王朝有长期的外交和贸易往

来，所以学习汉文化是政府在当时局势下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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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Debate between Tangut I nsti tution

and Chinese I nsti tution in Xixia

NIE Hong-yin

（College of Art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8，China）

Abstract：Previously，the academic circles agreed that there was a debate between Tangut Institution and Chinese In-

stitution in the history of Xixia，which was misled by several fals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Xixia Shushi. Since the founding

of Xixia，it has consistently carried out the policy of“Sinicization”. The power struggle between the Emperor’s Family

and the Empress Family did not originate from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rules of Xixia

government imitated the Central Kingdom system，and at the same time，the traditional social organization form of Tangut

was properly maintained under the new framew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ir country，Tangut people stipu-

lated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of etiquette and clothing，in order to prepare for the public opinion of national indepen-

dence. O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was successful，the rulers consciously accepted the etiquette of the Central King-

dom. In the national education of Xixia，“Tangut School”and“Chinese School”coexisted harmoniously. Moreover，under

the vigorous promotion of the government，there was no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Tangut School”and“Chinese

School”in terms of textbooks，propaganda ideology and moral concepts. The only difference was that the characters used

were different.

Key words：Etiquette System；Tangut；Xixia；Northern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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